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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支持的生命周期效应:行为抑或文化?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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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CGSS2006 的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生命阶段影响成年子女给予父母支持的诸因素变化显示，
在交换阶段，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与父母的代际关系、收入、教育和是否与父母同住等行
为因素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各项代际支持，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子女给予父母各项代际支持的影

响不显著或者低于行为因素的影响。而在反馈阶段，行为因素的影响力下降，文化因素的影响力上升。整体
来看，文化因素在子女给予父母资源支持方面有弱化趋势，而行为因素日益起到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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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去解释和预测当下家庭代际关

系的维系机制和转型过程，以及这一变迁对中国家

庭模式意味着什么，未来中国家庭将何去何从。一
方以交换理论为解释框架，强调子女与父母间存在

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关系，这种代际间经济、劳
务和精神方面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既可能出于利己

主义和契约维护，也可能是情感需求和道德约束。
这一理论预测，只要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发展和完

善，中国家庭将进一步接近西方式家庭或者古德式

的现代家庭。争论的另一方，部分学者强调儒家文

化的特殊性和现实实践的多样性，认为中国的家庭

制度将会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
子女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是代际关系中重要

的一维，众多如啃老、老年人自杀等社会现象的出
现彰显了这一维在社会转型过程的敏感性。上述
争论也延续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实证研究仍

远未在这些竞争性的理论假说中做出孰是孰非的

准确判断。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家庭转型过程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和目前量化研究的数据资

料有限相关。同时，我们发现，当前的量化研究对
代际支持的交换阶段①也不够重视［1］，它们大都只

探讨子代对老年父母( 一般是 60 岁以上的父母)
的赡养，或者将样本界定为成年子女( 即合并交换

阶段和反馈阶段的样本) ，仍未见将交换阶段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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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跃生在分析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时区分了“交换阶段”这一概
念。他认为，完整的家庭关系是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
并存和互补的关系。在未成年与成年之间体现的是成年人对
未成年人的抚养关系;在青壮年与老年人之间则为赡养关系;

而在青壮年之间则表现出很强的交换关系。这三重关系分别
对应代际间的“抚养阶段”“赡养阶段或反馈阶段”和“交换阶
段”。



馈阶段样本分开分析并探讨二者机制差异的相关

研究①。
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基于代

际支持在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可能的不同行为逻

辑，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将行为动机和文化

规训的交互作用强调为一个交替演化过程，通过引

入家庭不同生命周期( 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 为既

有的争论观点提供一个整合的理论基础。我们的
分析重点在实证性检验部分，它基于文献中提供的

多重解释机制，并借助于假设模型对代际支持予以

重新解释。

一、解释当下中国的代际关系

(一)理论和实证之争

基于对城市居民代际资源交换的研究，陈皆明

较早尝试使用交换理论对当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

的维系机制做出解释。［3］［4］他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
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了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

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的关系，父母能够全

心地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未

来养老受益和感情因素的一致性，这说明了代际支

持行为动机的混合性和复杂性。也有研究者对代
际支持的动机进行了更为细分的研究，既有验证了

无私动机的研究［5］、也有验证了交换动机［6］和混
合动机［7］的研究。
而从资源出发对代际支持进行的研究中，更大

的争议在于费老所提出的“反馈模式”［8］体现的代
内均衡和公平逻辑是否已经被打破。一方的经验
研究发现当下社会普遍出现亲代对子代有极大付

出，而子代却反馈越来越少的赡养、照料和慰藉的
现象，这类现象被部分学者形象地称为“恩往下
流”或“眼泪往下流”。［9］［10］［11］但另一方的实证研
究则发现，代际间依然保持了密切的互动，且资源

流向仍然指向老年父母。［12］［13］［14］

另一方面，从文化规范或者伦理价值的维度，

研究者对代际支持的维系和变迁进行了一些替代

性解释。这类研究分别强调同龄群体孝行标准的
影响［15］、女儿在娘家经济和家庭福利方面的重要
作用［16］、资源与规范的交互作用［17］等。另有研究
者强调了代间责任伦理的差异，父代的无限责任

化［18］和子代的个体化倾向［19］。上述研究尽管各
有侧重，但主要倾向是一致的，即当下的代际支持

受制于既有的文化规范及其形塑的伦理价值。因

此，对代际支持维系和变迁机制的解释必须认真考

虑文化的作用，分析它们如何形塑个体的行为

模式。
持资源假说的人将代际支持看作一种资源的

分配和流动，个体行为及其动机( 无论是无私还是

自私) 是其解释的出发点和着重点;而持文化假说

的研究者多将代际支持纳入文化现象之中，考察文

化对于代际支持的规训和形塑。可以说，前者是在
将代际支持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进行探讨，探讨个体

如何在利益、情感和认知的驱使下进行活动; 后者
则将代际支持视为一种文化现象 ( 模式) ，考察这

种传统文化规范下的固化行为或现象的维系和变

迁。因此，两者的关注重点存在差异，前者关注代
际资源在分配与流动中的延续与变迁;后者关注代

际支持中的文化规范与伦理基础的延续与变迁。
(二)行为和文化的交替作用: 概念模型述略

和研究假设

作为理论整合的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模

型，它将代际支持看作一个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不断

受到行为和文化因素交互演替影响的过程。这里
的行为因素指的是在没有义务和外在强迫的前提

下，促使人与人之间发生互惠互利行为的利益、情
感和认知等动机。文化因素指的是外在的伦理、规
范和法律的约束，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和刚性。需要
说明的是，行为总是发生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空间之下，个体的利益、情感和认知等意识的形成
也承载于这些结构和文化空间之中。因而，行为动
机和文化规训是难以剥离开来的两个因素，它们相

互影响，在某些时候相互强化，在某些时候却又相

互制约。前述诸多资源假说和文化假说论点的持
有者虽然分别强调了行为因素或者文化因素的重

要性，但也并不完全无视对方因素的作用。有的研
究也试图整合文化与行为( 或者称为规范与资源)

在代际支持中的交互作用［17］。沿此思路，我们引
入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概念，进

一步深入探讨这一交互作用。
我们的概念模型假定文化与行为因素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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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代际间的“交换阶段”，如王跃生
和刘汶蓉，但王跃生只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缺少实证研究;

而刘汶蓉只是将年轻子女( 其父母处于青壮年期) 纳入到了样

本中( 其实之前已有研究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了类似的工

作，刘的贡献在于清晰化了这一问题) ，也就说她将交换阶段

和反馈阶段的样本合在了一起分析，但并没有将二者分开分

析，可能是因为她认为这一阶段是难以明确划分的。



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在子女成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父母仍然保持经济和日常生活

的独立，此时子女和父母分别处于青年和壮年阶

段，我们称之为交换阶段。我们认为这一阶段源于
父母子女间资源的对等性，无需外界过多的约束，

父母子女间可以相互协作，彼此都可以感受到对方

对自己的作用。在这一互动中，感情和道德都可以
得到强化，继而进一步促进这一互动。而当父母步
入晚年，逐渐丧失自身生活独立性时，子女与父母

间将失去资源的对等性。此时如果要实现子女对
父母的资源反哺，文化规范的作用将会凸显。在老
年人晚年生活没有充分的替代性保障之前，国家法

律、文化规范和社区情理等外在约束将会强化既定
行为，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继替。针对我们模型中对
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视，已有部分研究也注意到了这

一问题。如王跃生［2］在论述代际关系时，认为完
整的代际关系不仅包含抚养—赡养关系，还包含交
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性和阶段性特征，其基本对

应我们模型中的反馈阶段和交换阶段，我们的研究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一研究。同时，左冬梅等在对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一项研究中，验证

了家庭成员所处的生命阶段对代际经济交换水平

具有重要影响。［20］

另外，如果将我们的概念模型放入到代际关系

变迁的背景中，它还包含着行为与文化相对作用重

要性的变化过程。正如姚远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中
国家庭养老正在从文化为主的模式转变为行为为

主的模式［21］。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养
老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在于构建了以崇老文化为

表现形式的文化模式。而在当前社会，崇老文化正
在衰退，新的文化依托尚未完全形成，中国家庭养

老逐渐变化为文化依托不足的行为模式，其最大的

特点在于“随意性”的增加。基于上述讨论，我们
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文化因素在代际支持方面的作用有弱
化趋势，而行为因素日益起到主导作用。
假说 2:在交换阶段，行为因素对代际支持有

决定性作用，文化因素影响不显著;而在反馈阶段，

行为因素的影响力下降，文化因素的影响力上升。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 CGSS) ，该项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通过标准
PPS抽样方法，对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
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10151 个。其中，城市
有效样本 6013 个，农村样本 4138 个。另外，从上
述样本中又选取 3028 个样本进行家庭问卷调查，
主要询问关于代际关系、家人评估、家庭价值、婚姻
等问题。结合本研究主题，笔者将样本界定为非学
生且其父母至少有一方仍然在世的家庭卷样本①，

删除因变量中的缺失值、以均值替代自变量中极少
数缺失值( 小于 5% ) 后，分析中实际用到的个案数
为 2043。
(二)变量

代际支持内容在学界已形成基本共识，主要包

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方面内容，但
在调查中的询问方式存在差异。一种是调查“有”
或“无”相关方面的支持及具体数据; 另一种是由
受访者自己估计相关支持内容的频繁程度。两者
各有优劣，前者能够反映具体支持数量的大小; 后

者则可能包含代际互动情况及受访者对代际关系

的主观感受等信息，本研究使用数据采用的是后一

种调查方式。
解释变量( 自变量) 包括行为因素变量、文化

因素变量和其他变量三部分，而如何操作行为因素

和文化因素，学界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但既有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就行为因素而言，本文选择了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3］、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父
母近期的情感支持［22］、与父母的关系自评、收入、
教育和是否与父母同住［23］等 7 个变量，这些变量
对子女给予父母代际支持的影响主要是出于资源

交换、情感认知和便利性等原因，其发生往往出于
自愿原则，这符合前文对于行为因素的界定。就文
化因素，本文选择了样本类型［24］、性别和婚姻状况
等 3 个变量，其中我国传统文化对不同性别和婚姻
状态的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有不同的规范期望，比如

男性和成家的子女在赡养父母方面有更刚性的义

务;而就样本类型中的农村社区，其往往保留了更

为传统的文化，存在更有约束力的社区舆论等。其
他变量还有父母健康状况和年龄等。各变量的具
体含义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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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学生和工作的成年子女在赡养父母方面有较大差异 ( 尤

其是在经济支持方面) 且学生样本相对较少，因而剔除了学生

样本。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说明: ( 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中父母近期的各项支持、与父母的关系自评、收入、教育和年龄等变量在
表格中给出的是其样本均值，其他变量均指该类样本中的比例; ( 2)数据依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三)方法

本文采用定序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子女给予
父母各项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一个初步
研究，考察整个样本中被解释变量的决定因素;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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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分析处于不同生命阶段

( 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 之受访者对父母各项支持

的决定因素的差异和变化。因交换阶段的样本数
明显多于反馈阶段 ( 1272 和 771 ) ，为避免样本量
对模型显著性的影响，本文在做交换阶段的回归模

型前先对该样本进行了随机抽样①，以获得与反馈

阶段相同的样本数量。
本文使用以下公式作为分析模型:

Log(
P( Yk ) ≤m
P( Yk ) ＞ m

) = β0 －
n

j = 1
β jχij

其中，Yk 表示受访者给予父母的各项支持

( k = 1、2、3，分别代表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 m 代表被解释变量的赋值
( 1 ～ 4 分别代表“完全没有”、“很少”、“有时”、“经
常 /很经常”) ; χij表示 14( n) 个解释变量。β0 为常

数项; β j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影

响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程度。当 β j ＞ 0 时，
exp( － β j ) ＜ 1，Yk ＞ m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当 β j ＜
0 时，exp( － β j ) ＞ 1，Yk≤m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表 2 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的统计分布情况

变量

选项

经济支持( % ) 生活照料( % ) 情感支持( % )

全样本 交换阶段 反馈阶段 全样本 交换阶段 反馈阶段 全样本 交换阶段 反馈阶段

完全没有 14． 54 15． 25 13． 36 14． 98 15． 25 14． 53 7． 64 7． 78 7． 39
很少 23． 20 23． 98 21． 92 28． 00 30． 90 23． 22 27． 17 28． 07 25． 68
有时 38． 52 38． 36 38． 78 33． 48 32． 94 34． 37 41． 90 42． 45 40． 99
经常 /很经常 23． 74 22． 41 25． 94 23． 54 20． 91 27． 89 23． 30 21． 70 25． 94

卡方检验 χ2 = 4． 61 χ2 = 20． 49＊＊＊ χ2 = 5． 06

注:显著性水平，即＊＊＊p ＜ 0． 001(双尾检验)。

三、结果与分析

(一)子女给予父母支持的阶段性差异分析

表 2 给出了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
和情感支持三方面内容的频繁程度。从表中可以
发现，无论是处于交换阶段年龄的受访者还是处于

反馈阶段年龄的受访者，其中的绝大多数皆给予父

母一定的支持，接近或者超过 60%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给予父母在经济、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个方
面“有时”或“经常”及以上的帮助频度。整体来
看，处于反馈阶段年龄的受访者给予父母的各项支

持频度普遍高于处于交换阶段年龄的受访者，报告

“有时”或“经常”及以上帮助频度的比例分别高出
3． 95%、8． 41%、2． 78%。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交换
阶段和反馈阶段的生活照料在 0． 1%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而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虽然存在差异，但

这种差异并不具有推论意义。
(二) 代际支持的决定因素: 整体样本数据

分析

我们首先使用定序 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包
含所有成年子女样本给予父母各项支持决定因素

的情况，目的有二: 一是这一估计结果有助于呈现

成年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的复杂逻辑和机制;二

是可以为比较以前已有研究结果和下文区分不同

生命阶段的研究分析奠定一个基础。
表 3 报告了包含所有成年子女样本给予父母

各项支持决定因素的参数估计值。整体来看，绝大
多数行为因素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各项支持;

文化因素对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存在有效约

束，但对生活照料尤其是情感支持的影响有限。这
一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 1，即子
女给予父母资源支持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从文化

为主的模式转变为行为为主的模式，在下文区分不

同生命阶段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这

一研究假说。
行为因素中作为可以直接测量代际情感的两

个变量: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和与父母的关系自

评，非常有效地影响了子女给予父母的各项支持，

尤其是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教育与收入显著影
响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频度，而就生活照料和

情感而言，教育对其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没有。可
见，教育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收入的一项替代

性测量，也存在自身的启蒙意义，增强个体对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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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随机样本的获得是利用 Stata中 sample命令，从交换阶段数据中随机选择与反馈阶段相同数量的观测案例。



需求的感知，从而增加对父母的各项支持。是否与
父母同住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情

感支持频度，但对经济支持频度没有影响显著。文
化因素中性别和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父母

的经济支持频度，男性相对女性、已婚子女相比于
未婚子女，在经济上承担更多的支持父母的义务和

责任。而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居民更可能给予父
母更为经常的生活照料方面的支持。
总之，这里报告的结果与文献中关于代际支持

的资源假说［3］和文化假说［24］以及其他研究发现存

在广泛一致性。成年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的不
同决定因素既揭示了行为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对

作用，也揭示了不同支持行为间的微妙差异。作为
生存基础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尤其是最为基础

的经济支持，因这一需求存在不可替代的刚性而成

为文化规训的重点对象。而对于具有较大张力的
情感支持，文化因素不再具有约束性，行为因素中

的情感和空间便利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行为。

表 3 成年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的决定因素:整体样本数据的估计值

变量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情感支持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行

为

因

素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 － 0． 216＊＊ 0． 079 0． 116 + 0． 070 － 0． 111 0． 068

父母近期的生活照顾 0． 257＊＊ 0． 075 0． 276＊＊＊ 0． 077 － 0． 121 + 0． 068

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 0． 199＊＊ 0． 075 0． 313＊＊＊ 0． 0761 0． 311＊＊＊ 0． 092

与父母的关系自评 0． 056 0． 087 0． 202* 0． 094 0． 414＊＊＊ 0． 101

收入 0． 076＊＊ 0． 024 0． 018 0． 023 0． 000 0． 020

教育 0． 055＊＊ 0． 020 0． 043* 0． 020 0． 049* 0． 021

父母同住 0． 118 0． 160 0． 824＊＊＊ 0． 155 0． 501＊＊＊ 0． 142

文

化

因

素

农村样本 － 0． 042 0． 128 0． 440＊＊ 0． 127 － 0． 009 0． 127

性别 0． 367＊＊ 0． 114 － 0． 151 0． 111 － 0． 043 0． 120

婚姻状况 0． 621＊＊ 0． 182 0． 239 0． 185 0． 278 0． 179

其

他

因

素

父母健康:好(参照组)

一般 － 0． 385* 0． 168 0． 032 0． 160 － 0． 042 0． 176

不好 － 0． 283* 0． 126 0． 212 0． 130 0． 399＊＊ 0． 136

年龄 0． 027＊＊＊ 0． 006 0． 038＊＊＊ 0． 007 0． 024＊＊ 0． 007

注: ( 1)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 2)显著性水平，即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双尾检验)。

(三)代际支持决定因素的生命周期效应分析

现在我们转到对不同生命阶段子女给予父母

各项支持决定因素的差异和变化分析。立足于前
面的分析和既有的研究，我们用 40 周岁来划分受
访样本处于交换阶段还是反馈阶段①，为表述方便

分别将相应模型称为交换模型和反馈模型。其中，
交换模型包含了 18 ～ 40 周岁年龄段的样本，这一
生命阶段的受访者及其父母从年龄上一般认为都

处于青壮年②，因而不管在经济支持还是在生活照

料方面基本都能够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如果存在

代际互助也更可能是双向的，表现出一种互惠关

系。而反馈模型则包含了 41 ～ 70 周岁 ( CGSS 中

抽样的最大年龄) 年龄段的样本，这一阶段受访者

的父母已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身体机能也开始下

降，其经济来源、日常照料日益依赖他人，而其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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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40 周岁受访者的父母往往开始步入老年，代际资源日益由子
女流向父母，其逻辑也在发生变化。
青壮年的年龄范围比较宽泛，它可以指 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不过其下限难以一概而论，因为现代社会 20 岁以前的
人多在上学，尚未开始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这里的青壮年可
以定义为有劳动能力、并且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维持自己生
存的人，年龄以 20 ～ 60 岁者为主。考虑到受访者父母时代的
初婚年龄( 一般在 22 岁左右) ，结合本研究的样本和分析结
果，笔者以受访者 40 岁为临界点 ( 其父亲一般在 63 岁左右)
作为交换和反馈阶段的分界点。



子女则成为主要供给者。为了检验这两个阶段代
际支持决定性因素的差异和变化，我们分别对其进

行了建模，主要通过考察相应决定因素的显著性水

平和其回归系数的大小来分析这一问题。
表 4 给出了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的成年子女

给予父母各项支持决定因素的估计值。就子女给
予父母的经济支持而言，整体来看，行为因素在交

换阶段的影响大于反馈阶段，而文化因素在反馈阶

段的影响大于行为因素，这与假说 2 一致。具体来
说，在行为因素中，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无论在交

换阶段还是在反馈阶段皆在边际显著水平( 10% )
正向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但交换阶

段( 0． 239) 的回归系数大于反馈阶段( 0． 199) 。收
入和教育对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的影响

在交换阶段皆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反馈阶段

的影响不显著。以收入为例，在交换阶段，受访者
收入每高出 1% ( 此处收入是取对数，故取百分
比) ，其选择给予父母更高频度的经济支持的概率

会增加 15． 6%，即 exp( 0． 145) － 1 = 0． 156。可见，
行为因素中的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受访者的收入
和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频度的影

响在交换阶段大于反馈阶段。就文化因素而言，男
性相比于女性、已婚样本相比于未婚样本在反馈阶
段皆会给予父母的更经常的经济支持，但在交换阶

段则无显著差异。比如在反馈阶段，相比于女性，
男性给予父母更高频度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要高出

97． 8%，即 exp ( 0． 682 ) － 1 = 0． 978。需要注意的
是，这一组模型中，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显著正向

影响反馈阶段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但

对交换阶段的子女的相应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一

估计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反①。可能的原因是相
比于交换阶段，反馈阶段子女与父母之间金钱和时

间的相对稀缺性更为明显，即反馈阶段父母的金钱

更为稀缺而劳动( 时间) 更为充裕，父母可以用相

对剩余的劳务支持换来子女相对剩余的经济支持。
就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支持而言，行为因

素中能够支持假说 2 的变量有父母近期的生活照
料和情感支持;文化因素中能够支持假说 2 的变量
有婚姻状况。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显著正向影响
交换阶段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频度，而对反馈

阶段子女的相应行为没有影响。具体来说，在交换
阶段，父母近期给予子女的生活照料频度每上升一

个档次( 如从“有时”上升到“经常”) ，子女给予父
母更高频度的生活照料的可能性增加 47． 7%，即

exp( 0． 390) － 1 = 0． 477。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无
论在交换阶段还是反馈阶段皆显著正向影响子女

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支持频度，但交换阶段

( 0． 458) 的回归系数大于反馈阶段( 0． 218) 。就文
化因素而言，反馈阶段的已婚子女相比于未婚子女

更可能给予父母更频繁的生活照料，但对交换阶段

子女的影响不显著。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是否与父
母同住变量对子女给予父母生活照料频度的影响

在反馈阶段( 0． 845) 比在交换阶段( 0． 704) 的回归
系数大，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说 2 不一致。可能的原
因是就代际间的相互劳务支持而言，子女与父母同

住在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的意义不同，交换阶段的

同住往往是出于对子女提供日常照料支持的考虑，

而在反馈阶段则开始较多考虑给予父母以更多的

日常照料，从这个角度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结果，加

之系数相差并不大，如果放宽对操作变量选取的苛

刻要求，那么这一结果对我们的假说并未起到特别

的反驳意义。
就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来说，行为因素中

能够支持我们假说 2 的变量有父母近期的情感支
持、与父母的关系自评、教育和是否与父母同住;而
文化因素中各变量对子女给予父母情感支持皆没

有显著影响，这也与我们的假说 1、2 和既有研究中
关于文化因素在规范子女支持父母方面日渐势弱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无论
在交换阶段还是反馈阶段皆显著正向影响子女给

予父母的情感支持频度，但交换阶段( 1． 404 ) 的回
归系数大于反馈阶段 ( 1． 324 ) 。与父母的关系自
评、教育和是否与父母同住显著正向影响交换阶段
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频度，但对反馈阶段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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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给出了这一与理论预期相反结果的可能解释，但始终不

是十分满意，这需要向读者予以阐明。我们一直困惑于为什
么交换阶段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换不来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

( 后面的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它依然换不来子女更多的情感支

持) ，由于此时年轻夫妇的家庭正迎来下一代，需要上一代父

母家务方面的协助，所以年轻夫妇报之以经济和情感的回报

是情理之中的;当成年子女步入反馈阶段之时，由于此时正值

年轻力壮，其下一代子女也已脱离最需要日常照料的孩童时

代，因此对于父母的劳务支持的需求逐步减弱，而使得父母的

劳务支持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象征意义。但在这一时期，父母
却获得了子女更频繁的经济支持，那么是否是说父母的劳务

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实质性支持，在某些特殊时刻，它具有强大

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我们的困

惑。当然如果如此解释，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这一变量则需
要纳入到文化因素中，如果这样，方能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
父母近期的生活照料在不同生命阶段所体现的实际价值和象

征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女相应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以是否与父母同住为
例，在交换阶段，相比于不与父母同住的样本，与父

母同住的子女给予父母更高频度情感支持的可能

性要高出 132． 8%，即 exp( 0． 845) － 1 = 1． 328。
另外，就假说 1 关于文化因素在代际支持方面

的作用有弱化趋势，行为因素日益起到主导作用而

言，表 4 的估计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假说。首先，在
交换阶段，无论是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还是

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样本类型、性别和婚姻状况
等文化因素变量皆不显著，而相应的行为因素皆大

部分显著。其次，在反馈阶段中，文化因素 ( 如性
别和婚姻状况) 仅在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中

存在重要影响，但同时行为因素( 如父母近期的生

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也有一定影响;文化因素中的

婚姻状况变量对反馈阶段中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

照料也有影响，但相比于行为因素( 如父母近期的

情感支持、是否与父母同住等) 的重要影响则相对
弱一些;而反馈阶段中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则

完全不受文化因素变量的影响。故假说 1 在不同
生命阶段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中也得到验证。

表 4 不同生命阶段的成年子女给予父母各项支持决定因素的估计值:交换阶段和反馈阶段

变量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情感支持

交换 反馈 交换 反馈 交换 反馈

行

为

因

素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 － 0． 079 － 0． 214 0． 171 0． 016 － 0． 020 － 0． 048

父母近期的生活照顾 0． 175 0． 463＊＊＊ 0． 390＊＊ 0． 236 － 0． 077 － 0． 193

父母近期的情感支持 0． 239 + 0． 199 + 0． 458＊＊＊ 0． 218* 1． 404＊＊＊ 1． 324＊＊＊

与父母的关系自评 － 0． 086 0． 035 0． 249 0． 109 0． 428* 0． 256

收入 0． 145＊＊＊ － 0． 001 － 0． 002 0． 032 － 0． 005 － 0． 006

教育 0． 083* 0． 043 0． 061 0． 052 0． 092 + 0． 032

父母同住 0． 175 0． 075 0． 565* 0． 704* 0． 845＊＊＊ － 0． 093

文

化

因

素

农村样本 － 0． 068 － 0． 072 0． 365 0． 362 － 0． 010 － 0． 174

性别 0． 223 0． 682＊＊＊ － 0． 202 0． 059 0． 034 0． 060

婚姻状况 0． 386 0． 982* － 0． 064 0． 747* 0． 524 0． 443

其

他

因

素

父母健康:好(参照组)

一般 － 0． 348 － 0． 871＊＊＊ － 0． 066 － 0． 121 0． 005 － 0． 362

不好 － 0． 456* － 0． 383 + 0． 549＊＊ － 0． 095 0． 516* 0． 291

年龄 0． 069＊＊＊ 0． 047＊＊ 0． 055＊＊ 0． 027 + 0． 051＊＊ 0． 023

注: ( 1)交换阶段模型包含年龄小于等于 40 周岁的样本，而反馈阶段模型则包含了年龄大于 40 周岁的样本; ( 2) 为避免
因样本量差异而造成估计结果的误差，对样本量较大的交换模型(原样本量 1272) 进行了随机样本的抽取处理，最后
交换模型和反馈模型的样本量皆为 771; ( 3) 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 4 ) 显著性水平: + p ＜ 0． 1、* p ＜ 0． 05、＊＊ p ＜
0． 01、＊＊＊p ＜ 0． 001(双尾检验)。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既有研究的理论思想，我们提出行为和文

化因素在代际支持不同阶段发挥交互演替作用的

概念模型，着眼于代际支持决定因素的多样性、阶
段性和变迁性。我们以 CGSS2006 数据为材料验
证了这一概念模型。
实证结果揭示，文化因素在代际支持方面的作

用有弱化趋势，行为因素日益起到主导作用。在整
体样本模型中，绝大多数行为因素显著影响子女给

予父母的各项支持;文化因素对子女给予父母的经

济支持存在有效约束，但对生活照料尤其是情感支

持的影响有限。比如，相比于女儿，儿子给予父母
更经常的经济支持，而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

面，这种性别差异已经不再显著。特别是在反馈阶
段的经济支持模型中，性别差异也不再显著。这些
都充分说明了既有文化规范中关于代际支持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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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角色分工的变迁，这一变迁源于文化因素作用的

弱化和行为因素作用的兴起。
同时，我们发现，在交换阶段，行为因素对代际

支持有决定性作用，文化因素影响不显著。在交换
阶段模型中，无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还是情感支

持，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皆不显著，而行为因素中

的绝大多数对代际支持都存在显著影响。收入和
教育对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决定作用很大程

度上说明了子代的赡养行为是一种“量力而为”的
理性行为。父母生活的帮助、情感上的关切都有效
地促进了子代对父母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的回馈，

这些都说明代际间基于互惠的代际互助有助于维

系良好的代际关系。与父母同住增加了给予父母
情感支持和日常照料的可能性，但却没有增加给予

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与父母同

住的影响机制更多体现的是其空间便利性。另一
方面，在反馈阶段，行为因素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力

下降，文化因素的影响力上升。交换阶段影响显著
的行为因素在反馈阶段模型中或者不再显著或者

显著性水平下降并伴随回归系数的下降。比如，在
反馈阶段，对于满足父代刚性需求尤其是经济需求

而言，不同收入和教育层次的受访者之间都无显著

差异，而在交换阶段是存在差异的。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本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一是定序 Logistic模型背后隐藏了等比例发生比假
设，即在每个次序类别的结果之间，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发生比影响是对等的，而在现实中，这个假设

通常不会成立。二是变量选择问题，文中界定的行
为因素和文化因素皆是外延极为宽泛的概念，仅仅

使用文中所选变量并不能完全测量这些概念，尤其

是文化因素仅以性别、婚姻状况和样本类型( 农村
或城市样本) 进行测量，但这些测量是目前数据所

能提供的主要变量。因而，这些问题还有待在后续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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